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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揭示农业源氮磷排放的空间格局、变化特征及其与水环境状况的关系，对于农业面源污

染治理投入的合理配置以及区域农业生产结构优化均至关重要。基于这种认识，建立参数化

估算模型测算了1990—2017年中国省域尺度的农业源氮磷排放；从总排放量、单位面积排放量

和排放重心迁移三个方面研究农业源氮磷排放的变化特征，并通过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揭示

农业源氮磷排放与水环境状况的关系。研究发现：1990—2017年中国农业源氮磷排放整体上

呈随机分布，表明氮磷排放在省际之间并无显著的相互依赖性，主要受省内因素影响。研究期

内年均氮磷总排放量最高的省份依次是河南、山东、四川、湖北、河北、安徽和江苏省，格局特征

相对稳定但排放重心经历了东西向的往复式转移并具有北偏西方向的总体转移趋势，其中，

氮、磷排放的重心分别向北偏西33.52°和15.45°方向转移了33.94 km及52.31 km。在格局研究

基础上，结合空间维的格局特征和时间维的变化特征，将31个省份的氮磷排放划分为高排放增

长型、高排放平稳型、高排放倒“U”型、中排放增长型、中排放倒“U”型、低排放增长型、低排放

倒“U”型和低排放近似“U”型八类，并利用2017年的自动监测站水质数据进一步验证了氮磷排

放与水环境状况的关系。研究结果可作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中重点区域瞄准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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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磷是生物体生命活动的必需元素，但当其未得到合理有效利用时则会引发面源

污染。众多研究表明，农业生产中的养分流失是农田生态系统、水体与湿地生态系统中

养分盈余的主要来源，因此也是造成面源污染的最大原因[1-3]。我国《第一次全国污染源

普查公报》显示，2007年我国农业源化学需氧量（COD）达1324.09万 t，占全国化学需

氧量的 43.71%；农业源总氮和总磷排放量分别为 270.46万 t和 28.47万 t，分别占全国总

排放量的57.19%和67.27%。随着工业污染和生活污染等点源污染逐步得到治理和控制，

具有成因复杂、随机性大、时空范围广及潜伏周期长的面源污染对水环境的影响日益凸

显出来[4,5]。

在世界范围内，许多集约化农业发达的国家均存在农业面源污染问题，例如在美国水

质受损的河流中，面源污染的贡献率达到60%以上[6]。但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过度施肥

问题更加突出。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在2002—2017年间一直

是全球施用氮肥和磷肥最多的国家，氮、磷肥的施用量均超过紧随其后的第二位和第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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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和；中国耕地面积仅占全球耕地面积约7%，但农用氮肥和磷肥施用量却占全球30.37%

和30.09%（2002年），尽管近十多年来有所下降，但2017年的氮、磷肥施用量占全球施用

比例仍高达27.39%和27.53%。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农业生产中的化肥当季利用率偏低，N

肥当季利用率不足40%，P肥（P2O5）当季利用率20%左右，K肥（K2O）当季利用率不足

50%[7-10]。这意味着部分未被作物吸收利用并离开耕层土壤的氮磷养分将通过地表径流、淋

溶、氨化、硝化和反硝化等途径进一步流失到地表水、地下水以及大气中，造成地下水硝

酸盐污染[11,12]、水体富营养化[11,13]和释放强效温室气体N2O等环境影响[13]。

另外，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中国的人口增长和居民膳食结构变迁同步进行。从

1982—2002年，中国城市居民对动物性食品的消费增长了126.4%，谷类食物消费量下降

25.4%，同期农村居民的膳食结构变化甚至更快，对谷类食物的消费量下降27.7%，动物

性食品消费则增长202.2%[14]；1997—2011年间，中国城市居民每日消费的食物中，精制

谷物平均减少了5.4 g，水果和乳制品则分别增加3 g和1.2 g[15]。这些变化给我国农业生

产和食物供应系统带来日益增加的压力 [16]，并通过市场和政策两种机制传导到种养系

统，引起农业生产结构和要素投入的变化，特别是推动了养殖规模的快速扩张。1978—

2017年，我国生猪、牛和羊的年内出栏量分别增长了4.36倍、19.25倍和11.18倍，家禽

年末存栏量增长了7.24倍，这使得畜禽粪污量也快速增长，例如2015年全口径统计测算

的畜禽粪污量高达 5.687×105万 t [17]。但受养殖规模、养殖净收益、粪污消纳地面积和粪

污处理技术等因素影响，养殖从业者的粪污治理意愿和治理行为不足，意愿与行为差异

较大[18]，畜禽粪污治理及其资源化利用仍然是我国养殖业面临的突出问题。导致畜禽粪

污成为过度施用化肥以外的另一个面源污染来源。

显然，在点源污染逐步得到全面治理后，如何有效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已成为我国当

前水环境治理的重点所在，这对于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为有效

阻控农业面源污染，首先需要科学估算面源污染的负荷量，特别是区域尺度上的农业源

氮磷排放估算对于识别农业面源污染的高风险区、进行治理投入的合理配置具有重要指

导价值。目前，有关农业源氮磷排放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田间到小流域尺度，这些基于定

点观测和采样分析的研究对于确定环境中N、P的组分构成、揭示N、P的迁移转化规律

及其与土地利用的关系至关重要[12,19-21]，某些定点观测研究所确定的参数成为更大尺度研

究的关键基础，但宏观决策中所需的整体格局特征却难以反映出来。因此，需要开展区

域尺度的研究来予以补充。目前，区域尺度的氮磷排放研究也有所报道，但仅限于特定

区域或特定年份的氮磷排放[3,4,13,22]，长时间序列、覆盖全国范围并且整合种植业和养殖业

排放的研究仍相对薄弱。鉴于此，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拟建立参数化估算模型来测

算1990—2017年31个省级行政单元的农业源氮磷排放量，研究其时变特征、分布模式及

其与水环境状况的关系。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1）过量施肥测算。在农田生态系统中，化肥和畜禽粪肥是氮磷输入的主要来源[23]，

因此可判断农业源氮磷排放的两大来源为过量施肥和畜禽粪污。本文分别计算过量施肥

来源和畜禽粪污来源的氮磷排放，然后以两者之和作为各省级行政单元的农业源氮磷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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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量。对于过量施肥来源，根据施入化肥的去向有：

氮磷肥施用折纯量 =当季作物利用量 +耕层残留量 +氮磷损失量 （1）

由于耕层土壤（小麦/玉米0~60 cm土层；水稻0~20 cm土层；蔬菜0~30 cm土层[24]）

残留的氮、磷在后茬种植中还会继续被作物吸收利用，因此只有进入耕层以外区域致使

后茬作物无法吸收利用的部分才是真正的氮磷损失。根据流失路径，氮肥损失通常包括

径流损失、淋溶损失、氨化挥发损失和硝化—反硝化损失，磷肥损失路径相对单一，主

要是地表径流。根据流失去向直接计算氮磷排放是最科学的方法，但在省级尺度上进行

这样的计算存在很大难度和误差，因此本文决定采用下式计算种植业的氮磷排放量：

UN =(1 -KN)×(FN + γN × FC) （2）

UP =(1 -KP)×(FP + γP × FC) （3）

式中：UN、UP表示未有效利用的化肥N素和P素；KN、KP分别为氮肥、磷肥的有效利用

率（%）；FN、FP分别为农用氮肥施用折纯量和农用磷肥施用折纯量（万 t）；γN、γP代表

农用复合肥中N、P的含量百分比（%）；FC为农用复合肥施用折纯量（万 t）。考虑到当

季利用率在反映真实的化肥有效利用率上存在明显缺陷，故KN、KP采用氮、磷肥的多季

综合利用率进行计算。根据朱兆良等[25]、鲁如坤等[26]、茹德平等[27]和黄绍敏等[28]基于长期

定位试验数据计算的氮、磷累积利用率，以及侯彦林[29]运用肥料转化率、巨晓棠[24]运用

氮肥有效率、王火焰等[30]运用肥料真实利用率等新方法计算的结果，进行归纳整理，根

据文献结果计算出氮、磷肥多季综合利用率的均值区间分别为55.93%~60.87%、45.9%~

57.1%，然后以均值区间上、下限的均值作为KN、KP的取值，分别为58.4%和51.5%。另

外，搜集汇总了15种常见复合肥的有效成分含量信息，取各类复合肥有效成分含量的平

均值作为复合肥N、P含量百分比的取值①，即γN、γP的取值分别为14.17%和25.60%。

（2）畜禽粪污N-P超载量模型。对于畜禽粪污来源的氮磷排放，本文参考Truog[31]建

立的养分平衡法，根据作物N-P需求量与化肥N-P有效利用量之差估算畜禽粪污最大N-P

消纳量，据此可将畜禽粪污N-P产生量与畜禽粪污最大N-P消纳量之差作为区域畜禽粪

污的N-P超载量，即：

区域畜禽粪污最大N - P消纳量 =作物N - P需求量 -化肥N - P有效利用量 （4）

区域畜禽粪污N - P超载量 =区域畜禽粪污N - P产生量 -区域畜禽粪污最大N - P消纳量 （5）

根据畜禽粪污N-P的合理去向，应当有：

区域畜禽粪污最大N - P消纳量 =土壤养分补给量 +畜禽粪肥N - P利用量 （6）

而根据作物养分平衡原理，显然有：

作物N - P需求量 =化肥N - P有效利用量 +土壤供肥量 +畜禽粪肥N - P利用量 （7）

联立式（4）、式（6）和式（7）得到土壤的养分平衡状态，即土壤供肥量=土壤养分

补给量。显然，在假定土壤养分保持平衡及富余养分随地表径流、地下淋溶和反硝化等

过程迁移至水体和大气的条件下，粪肥对土壤的养分补给量即等于土壤对作物的供肥

量。在这种情况下，畜禽粪污N-P超载意味着畜禽粪肥在满足一部分作物N-P需求量并

补给土壤养分亏损（因作物吸收利用而减少的部分）后还有盈余，盈余部分即为超载。

由于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开展较早，其数据难以反映研究期内特别是2000年以

来的土壤肥力真实状况，加之土壤肥力的空间差异显著，在缺乏新近普查的情况下很难

① 由于我国各省施用的复合肥类型构成未知，无法对具体类型分别计算，故采用N、P含量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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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切掌握省域尺度上的土壤供肥比例。鉴于此，本文在计算区域畜禽粪污N-P超载量时

对模型中需要涉及的土壤供肥量作黑箱处理，即在土壤养分平衡假定下，将畜禽粪肥对

土壤的养分补给量视为与土壤供肥量相等，进而将土壤供肥量内化到区域畜禽粪污最大

N-P消纳量中（黑土区除外） ②。对于黑土区的黑龙江和吉林，按照韩秉进等[32]在黑土区

试验研究的土壤依存率，对模型中的作物N-P需求项统一调减为 (1 - 土壤依存率)×作物

N-P需求量，其中土壤依存率为58.6%。

在式（5）中，由于一单位畜禽一年内粪便的总氮和总磷产生量不同；另外，作物形

成 100 kg产量需要吸收的氮磷量也不同，故对畜禽粪污N、P超载量需要分别计算，因

此有畜禽粪污N超载量：

ON =∑
i = 1

4

Li × αNi - é
ë
êê

ù

û
úú∑

j = 1

13

Cj × βNj -KN × ( )FN + γN × FC （8）

畜禽粪污P超载量：

OP =∑
i = 1

4

Li × αPi - é
ë
êê

ù

û
úú∑

j = 1

13

Cj × βPj -KP × ( )FP + γP × FC （9）

式中：ON、OP表示区域畜禽粪污N、P超载量（kg）；Li为第 i种畜禽的年有效饲养量（头/

只），本文计算了粪污产生量最大的猪、牛、羊和禽类的年有效饲养量，故 i最大取 4；

αNi、αPi分别表示一单位畜禽 i一年粪便的总氮和总磷产生量（kg/头、只）；Cj为第 j种作物

的年产量（单位换算为100 kg）；βNj、βPj分别表示第 j种作物每形成100 kg产量需要吸收的

氮、磷量（kg/100 kg）；KN、KP为氮肥、磷肥的有效利用率；FN、FP、FC分别为农用氮

肥、磷肥和复合肥施用折纯量（kg）；γN、γP为农用复合肥中N、P的含量百分比（%）。

其中，一单位畜禽 i一年粪便的总氮和总磷产生量系数来自国家环保总局对全国规模

化畜禽养殖业污染情况的调查研究成

果 [33]，整理后见表 1。农作物每形成

100 kg产量需要吸收的氮磷量来自农

业农村部 2018 年制定颁发的《畜禽

粪污土地承载力测算技术指南》。根

据该技术指南，汇总了水稻、小麦、

玉米、谷子、大豆、棉花、薯类、油

料、糖料、烟叶、蔬菜、茶叶和园林

水果13种作物的氮磷需求量系数，其中蔬菜采用技术指南中所列蔬菜种类的平均值；园

林水果采用技术指南中所列 6种水果（桃、葡萄、香蕉、苹果、梨和柑桔）的平均值；

糖料作物采用技术指南中所列甘蔗和甜菜的平均值；薯类以马铃薯为代表。经整理，得

到13种作物的氮磷需求量系数如表2所示。

（3）畜禽年有效饲养量的测算。在αNi、αPi、βNj、βPj、KN、KP、γN和γP等各项参数均予

以确定之后，显然畜禽粪污N、P超载量的测算就取决于畜禽年有效饲养量的科学计算。

目前，尽管已有大量研究涉及到畜禽有效饲养量的测算，但不同测算方法的结果差异很

大，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主要包括纳入计算的畜禽种类不齐全、测算时未区分畜禽出栏量

② 对于我国黑土区集中分布的黑龙江和吉林，由于土壤供肥比例很高并且文献 [32] 提供了确切的土壤供肥比

例，故黑龙江和吉林的模型中对土壤供肥实现了白箱处理。

表1 一单位畜禽一年粪便的总氮和总磷产生量

Table 1 Total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production per unit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per year (kg)

畜禽种类

猪

牛

羊

禽类

总氮

8.27

61.10

7.12

0.27

总磷

3.12

10.07

2.47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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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存栏量、或存在错算、漏算和重复计算等问题[17]。鉴于此，拟给出资料充分条件下和资

料不充分条件下畜禽年有效饲养量的合理测算方法，并在后文中对其误差予以讨论。

众所周知，养殖业具有由畜禽生长特性和投入产出比所决定的合理生产周期，例

如，猪的养殖周期为6个月，肉牛养殖周期通常为1年，羊养殖周期为6~7个月，禽类介

于45~50天[17,34]。在测算畜禽年有效饲养量时考虑其饲养周期至关重要，因为在连续的养

殖经营活动中，畜禽出栏和补栏交替进行、相互衔接，并且何时出栏、出栏多少取决于

畜禽的生物周期、生长状况和市场需求，而不会刻意地与年份相吻合。因此养殖周期的

跨年度现象十分普遍。当养殖周期跨年度时，该周期内养殖消耗的饲料量以及畜禽产生

的粪污量均分布在相邻的两个年份中，因此在计算畜禽粪污N-P产生量时，该养殖周期

的出栏量就不能简单地直接作为出栏年份的有效饲养量。同理，对于年末存栏量而言，

除基础母畜的存栏量可直接作为有效饲养量以外，非基础母畜中绝大部分是未达到出栏

标准而需继续饲养的畜禽，这部分畜禽一般会在下一年度出栏，因此年末存栏量中大部

分也是跨年度的，此时年末存栏量也不能直接作为当年的有效饲养量。总之，在假定畜

群饲料消耗速率和粪污产生速率不变的条件下，年有效饲养量的计算应当考虑统计年度

内各养殖周期的年内养殖天数占养殖周期总天数的比例，以该比例作为加权系数来计算

年有效饲养量。据此，我们首先给出资料充分条件下的测算方法。

假设一个完整年度内涉及了 n 个周期的养殖活动，则该年度内的畜禽出栏次数为

n - 1。设某类畜禽的平均养殖周期为T，统计年度内各养殖周期的年内养殖天数为 ti，各次

出栏量为Yi，年末存栏量为S，基础母畜数为M，则该统计年度某类畜禽的有效饲养量为：

L =∑
i = 1

n - 1 ti

T
× Yi +

tn

T
×(S -M ) + M, ti ≤T, i = 1, 2, 3, ⋯, n - 1; tn ≤T （10）

从式（10）不难看出，计算年有效饲养量的关键是解决跨年度养殖部分的合理分配

问题，上述方法是采用时间加权（即年内养殖天数占比）的方式对出栏量和年末存栏量

进行分配。对于任意年度而言，该年内任何具备完整养殖周期的出栏量均可直接作为有

效饲养量。该方法的不足是其应用条件比较苛刻，它更适用于各项生产数据记录完善的

规模化养殖企业或养殖小区。但在区域尺度上，常常面临资料不充分的现实条件，例如

在省域尺度上就很难确切地统计该省的畜禽出栏次数、各次出栏量和各次出栏畜禽的年

内养殖天数。

为此，就有必要提出资料不充分条件下畜禽年有效饲养量的计算方法。现有统计资

料仅给出了各省畜禽的年内出栏量和年末存栏量。鉴于此，假定基础母畜对整体估算的

影响可忽略不计，于是，当前年度的第一批出栏量Yt1就近似等于上一年度的年末存栏量

St-1，即：Yt1≈St-1。显然，对于任何养殖周期小于1年以致于能在一年内形成完整养殖周期

的畜禽而言，可计算当前年度内具有完整养殖周期的出栏量Et：

Et = Yt - Yt1 （11）

表2 农作物每形成100 kg产量需要吸收的氮磷量

Table 2 The amount of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that crops need to absorb for every 100 kg of yield (kg/100 kg)

作物

种类

氮

磷

大田作物

水稻

2.20

0.80

小麦

3.00

1.00

玉米

2.30

0.30

谷子

3.80

0.44

大豆

7.20

0.75

棉花

11.70

3.04

薯类（马铃薯）

0.50

0.09

蔬菜

0.36

0.09

园林水果

0.51

0.20

经济作物

油料

7.19

0.89

糖料

0.33

0.04

烟叶

3.85

0.53

茶叶

6.40

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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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Yt1≈St-1，即式（11）近似等价于Et=Yt-St-1。其中：Et为具有完整养殖周期的出栏

量；Yt为当前年度的年内出栏量；St-1为上一年度的年末存栏量。

Et直接构成当前年度有效饲养量的一部分，剩余部分为当前年度的第一批出栏量Yt1

和年末存栏量St，显然两者具有互补关系，可取Yt1(Yt1≈St-1) 和St的平均值作为有效饲养量

的剩余部分，最终得到当前年度的畜禽有效饲养量为：

Lt = Yt - St - 1 + 0.5(S t + St - 1) （12）

式中：Lt为当前年度的畜禽有效饲养量；该式可用于计算猪、羊和禽类的有效饲养量。

对养殖周期为1年的牛，其有效饲养量采用下式计算：

Lt = 0.5(Yt + St) （13）

将式（12）、式（13）代入式（8）、式（9），即可输入模型参数以及预先整理好的畜

禽出栏/存栏量数据集、作物产量数据集和化肥施用折纯量数据集批量计算出 1990—

2017年各省（市、自治区）的畜禽粪污N、P超载量，并将畜禽粪污N、P超载量与未有

效利用的化肥N、P量求和得到1990—2017年各省（市、自治区）的农业源氮磷排放量。

（4）空间自相关与重心迁移分析。在得到1990—2017年31个省级行政单元的农业源

氮磷排放后，本文按“NAME”字段将计算结果连接到省级行政区划的.shp数据，并运用

GIS的“分析模式”工具对历年的氮磷总排放量和单位面积排放量作空间自相关分析，统

计Moran's I、预期指数、方差、z得分和P值5项指标，然后根据Moran's I和z得分范围及

其显著性水平（P值）判断农业源氮磷排放的空间分布模式。在此基础上对氮磷排放进一

步作重心迁移分析，以揭示其格局变化中的总体方向性，计算重心坐标的公式如下：

农业源氮排放的重心坐标：

x-
N =∑

i = 1

31

(UNi + ONi)× xi ∑
i = 1

31

(UNi + ONi), y-
N =∑

i = 1

31

(UNi + ONi)× yi ∑
i = 1

31

(UNi + ONi) （14）

农业源磷排放的重心坐标：

x-
P =∑

i = 1

31

(UPi + OPi)× xi ∑
i = 1

31

(UPi + OPi), y-
P =∑

i = 1

31

(UPi + OPi)× yi ∑
i = 1

31

(UPi + OPi) （15）

式中： (x-
N , y-

N) 、 (x-
P , y-

P) 分别表示氮、磷排放的重心坐标；(xi, yi) 为省级行政单元 i的

质心坐标；UNi、UPi为各省（市、自治区）未有效利用的N、P量；ONi、OPi为各省（市、

自治区）畜禽粪污N、P超载量。

（5）农业源氮磷排放与水环境状况的关系检验。以各省2017年的单位面积氮磷排放

量为自变量，V类及以上水体断面比例为因变量，通过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进一步检验

农业源氮磷排放与水环境状况的关系。根据调整R2、模型估计的标准误、回归方程的

F检验及其显著性水平、回归系数的 t检验及其显著性水平四项指标对线性模型、平方模

型、立方模型、对数模型和逆模型进行比选并择优使用。

1.2 数据来源

在本文中，农用氮肥、磷肥和复合肥施用折纯量来自国家统计局的“分省年度数

据”；13种作物的年产量，以及猪、牛、羊和禽类的年内出栏量和年末存栏量主要来源

于《新中国农业60年统计资料》和国家统计局的“分省年度数据”。其中1990—2008年

的数据从《新中国农业60年统计资料》获取，2009—2017年的数据从“分省年度数据”

获取，对于上述来源中缺失的部分又从《中国畜牧业年鉴》（2009—2012年）、《中国畜

牧兽医年鉴》（2014—2018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018》以及各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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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统计公报中补齐。比较农业源氮、磷排放与农田生态系统分布关系所需的数据从“中

国 5 年间隔陆地生态系统空间分布数据集（1990—2010）”（即 ChinaEco 100） [35]中提

取，对该数据集内容及研发过程的详细介绍见徐新良等[36]的数据论文。相关分析和回归

分析中使用的水质监测数据来自于公众环境研究中心 （IPE），使用了该中心公开的

2017年全国23359个自动监测站的水质数据。另外，由于香港、澳门和台湾的相关数据

缺失，暂不计算其农业源氮磷排放量。

2 结果分析

2.1 农业源氮磷排放的格局特征

从总排放量看，就氮排放而言，河南、山东、四川和江苏4个省份几乎稳定位于最

高氮排放梯队，其他在部分年份进入最高氮排放梯队的省份还包括广东、河北和湖北。

在大部分年份位于最低氮排放梯队的省（市、自治区）是西藏、青海、宁夏、北京、天

津、上海和海南，这些省（市、自治区）氮排放低的原因比较复杂，包括气候与土地资

源条件不适宜大规模发展农业（西藏、青海）、辖区较小（宁夏、海南）以及高度城市化

（北京、天津和上海），另外山西在2000年后也进入了最低氮排放区间。在大部分年份处

于较低或中等排放水平的省（市、自治区）包括新疆、甘肃、贵州、重庆、广西、江

西、福建和浙江。从整个研究期来看，农业源氮排放最高和较高的区域主要是两个片

区，一是四川和云南组成的“西南片区”；二是由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

北、湖南和广东组成的“跨流域片区”，该片区纵贯我国海河流域、黄河流域、淮河流

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等几大流域区，影响范围极为广阔。另外，吉林和黑龙江的农

业源N排放也较高，研究期内内蒙古的农业源N排放增长十分迅速（图1）。

就磷排放而言，总体格局特征与氮排放基本相似，但存在差异性。几乎整个研究期都

位于最高磷排放梯队的省份只有河南和山东，其他在部分年份进入最高磷排放梯队的省份

只有四川。在大部分年份位于最低磷排放梯队的省（市、自治区）也是西藏、青海、宁

夏、北京、天津、上海和海南，此外浙江在部分年份也进入了最低磷排放梯队。在大部分

年份处于较低或中等排放水平的省（市、自治区）包括云南、贵州、广西、重庆、湖南、

江西、福建、广东、新疆、甘肃、陕西、山西、吉林、辽宁和内蒙古，但其中广东、广西

在部分年份位于较高排放梯队，内蒙古和新疆在研究期内的磷排放位序有上升趋势。整个

研究期来看，农业源磷排放最高和较高的区域包括四川、黑龙江以及由河北、河南、山

东、湖北、安徽和江苏组成的连片区域（图2）。

从单位面积排放量看，农业源氮、磷排放的密度特征具有很高的相似性，总体上是以

胡焕庸线为界，形成东南半壁的中高密度排放区和西北半壁的低密度排放区。在东南半壁

的中高密度排放区，就氮排放而言，2004年前上海的单位面积氮排放量远高于其他省份，

其次是江苏、山东和河南。2005—2010年，单位面积氮排放量位于第一梯队的省（市）包

括上海、天津、山东、河南和江苏，2015年第一梯队省（市）变为天津、河南和江苏，上

海得益于农业转型发展，其单位面积氮排放量迅速降低。从整个研究期来看，单位面积氮

排放量较高的省（市）包括北京、河北、广东、湖北、安徽和吉林，辽宁、湖南、浙江和

福建也具有较高的单位面积氮排放，重庆市和海南省的单位面积氮排放增长迅速，这些区

域主要位于我国地形的第一阶梯（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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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下载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下同。

图1 1990—2015年农业源氮排放的空间格局

Fig. 1 Spatial pattern of nitrogen emission from agricultural sources in 1990-2015

图2 1990—2015年农业源磷排放的空间格局

Fig. 2 Spatial pattern of phosphorus emission from agricultural sources in 199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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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磷排放而言，单位面积磷排放较高和最高的省份主要位于黄淮海平原和长江中下游

地区。第一梯队省（市）包括上海、江苏、山东、河南和天津，其中上海随着农业转型发

展，单位面积磷排放迅速降低；而江苏、山东、河南三省则几乎稳定位于第一梯队。第一

梯队周边的河北、安徽和湖北等省份也具有较高的单位面积磷排放（图4）。

综合总排放量和单位面积排放量两个方面的结果可知，北京、天津和上海3个直辖

市虽然农业源氮、磷总排放量低，但是单位面积排放量却相当高，这些区域也存在突出

的农业面源污染问题。研究期内农业源氮、磷总排放量和单位面积排放量均处于“高”

或“较高”水平的省份是山东、河南、江苏、河北、安徽和湖北。总排放量“高”或

“较高”而单位面积排放量较低的省份是四川。上述三类区域的农业面源污染风险都需要

予以优先关注。在识别面源污染的高风险区时，总排放量和单位面积排放量具有同等重

要的指示意义。根据上述结果，将黄淮海平原、四川盆地和长江中下游平原综合确定为

我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三个一级重点区。

从氮磷排放的分布模式看，尽管高排放省份相对集中于黄淮海平原、低排放省份相

对集中于青藏高原，但由于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四川排放量很高而位于黄淮海平原

以西的山西排放量较低，另外地处黄淮海平原的北京市和天津市总排放量也低，导致农

业源氮磷排放在整体上的集聚特征不显著。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1990—2017年，我国

农业源氮、磷排放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数 （Moran's I） 均接近于 0，z 得分始终介于

[-1.65, 1.65] 区间且P值大于0.1，故可判断中国农业源氮磷排放的空间分布模式为随机

分布。但是单位面积氮、磷排放则具有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其中，单位面积氮排放的

Moran's I 最小为 0.25，最大为 0.40，平均为 0.34；单位面积磷排放的 Moran's I 最小为

图3 1990—2015年各省（市、自治区）每平方公里的氮排放

Fig. 3 Nitrogen emissions per square kilometer in each province from 1990 to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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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最大为0.49，平均为0.43，且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单位面积氮、磷排放的分布

模式属于“高—高集聚，低—低集聚”型。这表明，从总排放量看，农业源氮磷排放在

省际之间并不存在相互依赖性和关联性，主要受各省农业资源条件和农业生产状况等内

部因素影响，同时总排放量的随机分布也与我国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及其所决定的农业

主产区分布有密切关系。但是从单位面积排放量看，受我国地形三大阶梯、农业资源条

件、生产力水平及农产品需求的东—西差异影响，农业源氮、磷排放强度存在自东向西

递减的总体规律（图3、图4）。

2.2 农业源氮磷排放的来源构成及变化特征

在来源构成上，按全国多年平均水平计算，过量施肥来源占农业源氮、磷排放的比

例分别为 45.08%和 45.73%，相应的畜禽粪污来源比例分别为 54.92%和 54.27%，后者较

前者分别高9.83和8.54个百分点，表明造成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的首要原因是畜禽粪污排

放，其次才是过量施肥。这与朱兆良先生对我国农业面源污染来源的判断相一致[37]。

从时间序列来看，研究期内中国农业源氮磷排放具有明显的类型特征和空间趋向

性，总体上氮磷排放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但是磷排放的达峰时间明显滞后于氮。在出

现滞后现象的16个省（市）中，磷排放的达峰时间最短较氮排放滞后1年，最长滞后时

间达 19年，但上海则是磷排放提前达峰；另外，还有部分省份的氮磷排放正在持续增

长，尚未达到峰值，其中尤其以云南、海南、福建和宁夏最为典型。基于农业源氮磷排

放测算，我们制作了31个省（市、自治区） 1990—2017年的氮磷排放变化曲线（图5），

并采用移动平均法来确定氮磷排放的变化趋势。根据农业源氮磷排放变化曲线的趋势性

及平滑后的总体特征将31个省份的农业源氮磷排放划分为增长型（16个，51.61%）、倒

图4 1990—2015年各（市、自治区）每平方公里的磷排放

Fig. 4 Phosphorus emissions per square kilometer in each province from 1990 to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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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型 （12 个，38.71%）、近似“U”型 （2 个，6.45%） 和平稳型 （1 个，3.23%）

4种，并将上文中确定的格局特征和此处的时变特征结合起来对各省农业源氮磷排放进

行综合分类，最终得到高排放倒“U”型、高排放平稳型、高排放增长型、中排放增长

型、中排放倒“U”型、低排放增长型、低排放倒“U”型和低排放近似“U”型8种细

分类型，分类结果及其与农田生态系统分布的对照关系如图6所示。由图6可知，高排放

区与黄淮海平原主产区和长江流域主产区高度重合，这与前文研究结果相一致。

在变化的空间趋向性方面，重心迁移分析表明，中国农业源氮、磷排放的重心均位

于河南，并且磷排放的重心较氮排放更为偏北一些。从轨迹变化来看，氮磷排放的重心

图5 1990—2017年各省级行政区的农业源氮磷排放

Fig. 5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emissions from agricultural sources in provincial-level regions from 1990 to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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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经历了先自西向东迁移，然后徘徊大约7年后又自东向西迁移的东西向往复式转移过

程；在南北方向上，尽管变化过程中出现了多次南北往复，但最终氮、磷排放的重心均

向北迁移了一定距离。其中，相对于1990年，2017年氮排放的重心向北偏西33.52°方向

迁移了33.94 km；磷排放的重心相对于1990年向北偏西15.45°方向迁移了52.31 km，最

终磷排放的重心依然较氮排放更为偏北（图 7）。对照图 1和图 2不难发现，这种变化与

新疆和内蒙古两个自治区的氮磷排放增长及位序上升有密切关系，与南方省份特别是浙

江在较低排放水平上的进一步下降也密切相关。氮、磷排放的重心迁移过程暗示我国农

业面源污染有向北方高纬度地区扩散的趋势。北方高纬度地区虽然单位面积排放量较

小，但不排除养殖场、农场等集约化农作区存在局部面源污染问题。因此，对于内蒙

古、新疆、黑龙江和吉林等排放体量大、增长迅速的省（自治区），需要纳入面源污染治

理的二级重点区，与黄淮海平原、四川盆地和长江中下游平原三个一级重点区实施同等

治理措施。

2.3 农业源氮磷排放与水环境状况的关系

在得到农业源氮磷排放的空间格局及其变化特征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检验农业源

氮磷排放与水环境状况的关系。利用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Public and Environ-

mental Affairs，IPE）公开的23359个自动监测站水质数据，本文计算了2017年各省水质

监测断面中V类及以上的水体（包括V类、劣V类和黑臭水体）比例。同时将2017年各

省农业源氮磷排放的测算结果除以各省行政辖区面积得到各省2017年的单位面积氮、磷

排放量。考虑到北京、天津和上海3个超大城市的水环境状况主要受生活污水和工业废

水排放影响而非农业源排放，故将3个超大城市排除，进入分析的省区共28个，分析在

SPSS 20.0中进行。

首先检验单位面积氮、磷排放量（t/km2）与V类及以上水体比例的Pearson相关性，

发现单位面积氮、磷排放量与V类及以上水体比例的皮尔森相关系数分别为0.57（Sig.=

0.002）和 0.63 （Sig.=0），两组检验均为极显著正相关。结合环境中N、P的迁移转化规

注：图a数据来源于中国5年间隔陆地生态系统空间分布数据集（1990—2010年） [35]，图b根据研究结果自绘。

图6 中国农业源氮、磷排放的综合类型及其与农田生态系统分布的比较

Fig. 6 Comprehensive types of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emissions from agricultural sources in China and

their comparison with the distribution of farmland eco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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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当农田（或草地）生态系统中出现过度施肥或粪污超载时，不同构成形态的氮和磷

主要通过地表径流和地下淋溶两种途径进入地表和地下水，进而引发水体富营养化等面

源污染。因而不难推断，单位面积的农业源氮、磷排放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地表及地

下水环境的状态。为找到两者之间的确切关系，进一步将单位面积氮、磷排放量作为自

变量，V类及以上水体比例为因变量，分别作回归分析。通过对线性模型、平方模型、

立方模型、对数模型和逆模型的比选，最终选择调整R2最大、标准误差最小且通过回归

方程F检验及回归系数 t检验的线性回归方程作为进一步分析的基础（图8）。构造的两组

回归方程依次是：

单位面积氮排放量（x） -V类及以上水体比例（y）：y=0.0288x+0.1033，R2=0.32，记

为N组；

单位面积磷排放量（x） -V类及以上水体比例（y）：y=0.0356x+0.1197，R2=0.40，记

图7 中国农业源氮、磷排放的重心转移过程

Fig. 7 The centre of gravity shifting process of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emission from agricultural sources in China

图8 单位面积氮、磷排放与受污染水体比例的关系

Fig. 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P emission per unit area and the proportion of polluted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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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P组。

两组回归方程的模型摘要及F检验结果如表 3，回归系数及 t检验结果如表 4所示。

分析结果表明，单位面积氮排放量每增加1 t/km2，则V类及以上水体比例上升2.88个百

分点；单位面积磷排放量每增加1 t/km2，则V类及以上水体比例上升3.56个百分点。不

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回归方程F检验及回归系数 t检验均达到极显著水平，即回归方程

可信度高且系数显著，但较低的R2却说明农业源氮、磷排放差异仅能解释水环境状况差

异的一部分。具体而言，单位面积的农业源氮排放量解释了水环境状况的32%；单位面

积的农业源磷排放量解释了水环境状况的40%。由此可见，虽然农业源磷排放量较氮排

放量低（图5），但是磷排放却具有更强的环境效应。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本文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1）我国农业源氮磷排放在省际之间不存在相互依赖性，主要受各省农业资源条件

和农业生产状况等内部因素影响，高排放省相对集中于黄淮海平原主产区和长江流域主

产区，包括河南、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和四川，排放强度具有自东向西递减

的总体规律。

（2）农业源氮、磷排放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但是磷排放的达峰时间滞后于氮；在

变化趋势上，增长型为16个，占51.61%；倒U型为12个，占38.71%；仅西藏和青海呈

近似U型变化，占6.45%；仅四川表现为平稳型，占3.23%。高排放省（自治区）相继达

峰进入递减区间或保持平稳可能预示着我国农业生产正在向绿色发展转型。

（3）我国农业源氮、磷排放的重心均位于河南，磷具有更为偏北的排放重心；轨迹

变化表现为东西向往复式转移和南北向总体北移的趋势，其中氮排放重心向北偏西

33.52°方向迁移了33.94 km，磷排放重心向北偏西15.45°方向迁移了52.31 km，表明我国

农业面源污染风险有向北方高纬度地区扩散的趋势。

（4）单位面积氮、磷排放量每增加1 t/km2，则V类及以上水体比例分别上升2.88和

3.56个百分点；单位面积的农业源氮、磷排放量分别解释了水环境状况的 32%和 40%，

农业源氮磷排放对水环境恶化具有重要影响。其中，造成农业面源污染的首要原因是畜

表4 回归系数及 t检验

Table 4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and t test

N组

单位面积

氮排放量

常数项

回归系数

0.0288

0.1033

标准误差

0.0082

0.0369

t

3.50

2.80

Sig.

0.00

0.01

P组

单位面积

磷排放量

常数项

回归系数

0.0356

0.1197

标准误差

0.0086

0.0291

t

4.13

4.11

Sig.

0.00

0.00

表3 回归方程的模型摘要及F检验

Table 3 Model summary and F test of regression equations

N组

P组

R2

0.32

0.40

调整R2

0.29

0.37

估计的标准误差

0.10

0.10

F

12.25

17.03

Sig.

0.002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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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粪污排放，其次是过量施肥。在确保粮食安全、应对膳食转型、提升产业效益和治理

环境污染等多维目标的博弈冲突之中，我国种养系统迫切需要实施面向社会—经济—生

态多目标协同的治理决策。

3.2 讨论

3.2.1 研究结果的可信度验证

通过对比本文研究结果与公开发表的文献结果来验证本文的可信度。由于本文是对

中国31个省级行政单元长时间序列的农业源氮、磷排放估算，而现有研究大部分仅在特

定区域或特定年份进行，故优先考虑空间尺度的对应性，将同年份的本文研究结果与具

有同等空间尺度的文献结果进行对比。使用的第一个对比文献是武淑霞等[17]对我国畜禽

养殖粪污产生量及资源化利用的研究，该研究计算了我国2015年各省份畜禽养殖的氮、

磷产生量，但文中只给出了能够表现位序关系的柱状图而没有呈现数值结果。故采用基

于评估位序的验证方式，这种方式也能反映本文中格局特征的可信度。按照省份名称一

一对应的方式整理了文献中畜禽养殖氮、磷产生量的位序值，以及本文研究中2015年畜

禽粪污氮、磷产生量的位序值，构成“氮产生量文献位序—本文位序”和“磷产生量文

献位序—本文位序”的2组等级变量。在SPSS 20.0中选择Kendall's tau-b系数对2组等级

变量作交叉表分析，结果如下：“氮产生量文献位序—本文位序”的Kendall相关系数为

0.86 （Sig.=0），“磷产生量文献位序—本文位序”的Kendall相关系数为 0.85 （Sig.=0），

表明本文中畜禽粪污氮、磷产生量的位序结果与文献研究结果具有很高的一致性，基于

此所做的农业源氮、磷排放格局研究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又定性对比了本文研究结果与文献 [11] 中硝酸盐脆弱区划定结果的关系，发现本文

识别的农业源氮、磷高排放区与马林等[11]划定的硝酸盐脆弱区高度重合，从环境影响角度

证明了本文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另外，国家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来一批重点攻

坚行动的开展，例如长江大保护和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的开展以及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中重

点区域的选择均从侧面反映了本文研究结果的合理性。因此，本文研究可与相关文献相互

印证，从而为中小尺度研究以及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中重点区域的选取提供科学依据。

3.2.2 资料不充分条件下的误差分析

合理测算畜禽年有效饲养量是农业源氮磷排放测算的重要基础，但由于现有统计资

料仅给出各省畜禽的年内出栏量和年末存栏量，这项工作就受到资料不充分的限制。本

文给出了资料不充分条件下兼顾养殖周期的畜禽年有效饲养量测算方法，但这种方法终

究只是估算，其产生误差的情景和误差方向仍有必要进一步讨论。由于牛的养殖周期为

1年，在一个年度内最多涉及2个周期的养殖活动，这对于讨论年有效饲养量的测算误差

最有代表性，因此选取牛来进行分析。考虑到很多统计资料缺失基础母畜的数量，故基

础母畜量仍假定为0。在养殖周期跨年度的情况下，设牛的年有效饲养量为Li，年内出栏

量为Yi，出栏牛的年内养殖时间为 t，年末存栏量为Si，易知年末存栏牛的年内养殖时间

为T-t（T=1年），根据式（10）得到严格按时间加权计算的牛有效饲养量：

Li = t
T

× Yi + æ
è

ö
ø

1 - t
T

× Si （16）

但是在统计资料未给出年内养殖时间的情况下，却只能按式（13）来估算，因此将

式（13）减去式（16）就得到估算误差，整理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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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 =(Yi - Si)× æ
è

ö
ø

1
2
- t

T
, t≤T （17）

式中：δ即为年有效饲养量的估算误差。显然，根据Yi与Si，以及 t与0.5T的3种关系可出

现δ的9种细分情景，合并为6种后讨论如下：

（1）当Yi=Si时，t与 0.5T的 3种组合关系下δ均为 0，即当年内出栏量等于年末存栏

量，养殖规模保持平稳时估算误差为0；

（2）当 t=0.5T时，Yi与Si的3种组合关系下δ均为0，即当年初、年末互补的2个残余周

期长度相等时，年初、年末的折算系数均为0.5，因此跨年度部分按均值计算的误差为0；

（3）当Yi>Si且 t >0.5T时，δ<0，误差为负，估算结果偏低；

（4）当Yi>Si且 t<0.5T时，δ>0，误差为正，估算结果偏高；

（5）当Yi<Si且 t >0.5T时，δ>0，误差为正，估算结果偏高；

（6）当Yi<Si且 t<0.5T时，δ<0，误差为负，估算结果偏低。

显然，上述讨论已经涵盖了年有效饲养量估算误差的所有情景，这些情景也适用于

养殖周期不足1年的畜禽。实际上，除以上误差以外，农业源氮磷排放的测算还面临着

分区参数即参数差异化的挑战，应对这种挑战需要在更多空白区域开展基于定点观测和

采样分析的案例研究。

3.2.3 面向多目标协同的治理决策

通过高投入获取高产出进而产生高排放的农业生产模式已越来越不可持续。当前中

国种养系统面临的真正挑战在于，需要在确保粮食安全、应对膳食转型、提升产业效益

和治理环境污染等目标之间取得平衡。近年来，从农村环境整治中的盲目扩大禁养区、

简单关停养殖场到疫情冲击、肉价上涨下几大部委及国务院相继发文支持恢复生猪生

产，从政策导向的起伏变化中足以窥见种养系统面临的两难境地。为应对这些挑战，亟

需实施面向社会—经济—生态多目标协同的治理决策。其关键是要深刻认识到构建种养

循环产业体系、实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工程及推动科学合理施肥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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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pattern and water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emissions from agricultural sources in

China in recent 30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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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important and valuable to reveal the spatial pattern, changing characteristics of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emissions from agricultural source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and water environment for rational allocation of investment in agricultural non- point source

pollution control and optimization of regional agricultural structure. Based on this

understanding, a series of parametric models were established to estimate the agricultural

source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emissions in China from 1990 to 2017. Then, the changing

characteristics of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emissions from agricultural sources were studied

from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total emissions,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emissions per unit area

and migration of emission center,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emissions from agricultural sources and water environment was revealed through correlation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emissions from

agricultural sources in China were distributed randomly between provinces, indicating tha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interprovincial dependence of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emissions,

which were mainly influenced by internal factors of each province. Throughout the study

period, the provinces with the highest annual total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emissions were

Henan, Shandong, Sichuan, Hubei, Hebei, Anhui and Jiangsu provinces. The pattern was

relatively stable, but the emission center experienced a reciprocating transfer from east to west

and had an overall transfer trend in the northwest direction. Among them, the center of gravity

of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emissions shifted 33.94 km and 52.31 km respectively in the

direction of north by west 33.52° and 15.45°. Based on the pattern research and combined with

pattern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dimension and changing characteristics of time dimension,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emissions of 31 provincial- level regions were divided into 8

categories, namely, high emission growth type, high emission stable type, high emission

inverted "U" shape type, medium emission growth type, medium emission inverted "U" shape

type, low emission growth type, low emission inverted "U" shape type, and low emission

approximate "U" shape type. Furthermore, the water quality data from automatic monitoring

stations in 2017 were used to ve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emissions and water environment. The results can be used as the basis for identifying key

regions in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control.

Keywords: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emissions from agricultural sources; parametric estima-

tion model; changing characteristics; water environmental condit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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